
第１４卷　第１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３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ｅｂ．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作者简介］欧阳敏（１９８７—），男，湖北省监利县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文化传播。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２５－０７

出版传媒业组织传播的制度性分析
———以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为例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基于完善的组织架构，中华书局在其英雄式人物陆费逵的强势领导下，始终践行以教育
出版救国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化隐喻角度看，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是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传播

活动。从传播向度看，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间传播。其组织内传播是在直

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基础上，股东会、董事会等上层机构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手段形成井

然有序的权威传播网络，以及各平行部门和书局同人根据兴趣、习性组织各类团体形成的情感传播

网络；其组织间传播主要表现为中华书局与作者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与同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

关系以及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理性合作关系等。在组织传播失灵时，中华书局监察机构根据反馈信

息，及时对组织架构进行合理的修正与调整，从而促使其组织传播高效有序。这是民国时期使中华

书局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出版重镇的重要因素。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

要关注企业文化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及时搜集各方面反馈的

信息，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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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是组织传播
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传播的总体功能，就是通过

信息传递将组织的各部分连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以

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１］组织

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对组织历史的钩沉通常情况

下能对现实有所启示。中国的现代出版业始于清末

民初，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繁荣景

象，它们中的一些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做

得大且好，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它们给

今天的出版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本文选取民国

时期中华书局为样本来进行分析，以期从其科学规

范的企业组织制度中发掘其历史价值与当代借鉴。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民

国专栏、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大成老旧全文数

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超星图书馆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相

关研究所资料室的藏书等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关

于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
一是对局史的研究，如《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

大事纪要 １９１２—１９５４》等［２－３］；二是对人物的研究，

如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等［４－６］；三是读中华

书局书刊的个案研究，如《〈辞海〉的编撰和修订》

《２０世纪初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等［７－８］。这些研

究所选取的角度主要有史料耙梳、文化教育和经营

管理研究，然而以组织传播为切入点的研究尚未发

现，因此，笔者试图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

做一些探讨。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我国的传统是重视“第

一”，而忽略“第二”，故而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远远

多于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对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专题研究，丰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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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关于中华书局的研究成果，以引起人们对中华

书局经验宝库的重视。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以

历史来关照现实：运用传播理论和出版史料来勾勒

中华书局组织制度框架，进而对中华书局组织传播

的机制和规律进行归纳与总结，以期对当今出版传

媒业的组织传播活动有所启发。

　　一、中华书局的组织架构

正如灵魂之依赖于身体，组织传播也要依赖于

组织架构才能存在。中华书局的组织制度正是其组

织传播实体之所在。公司组织制度是“公司在所有

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调整和平衡公司各相

关权利人关系并对公司运营进行监督的制度安

排”。［９］公司的组织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组织机构和

组织结构。

１．中华书局的组织机构
公司的组织机构即公司领导机构、公司治理机

构或公司机关等，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班子

及监事会。［１０］（Ｐ１０１）洋务运动以来，在学习引进西方

器物的同时，作为制度层面的西方公司制度也开始

助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也在

这一动荡时代中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费时６年才
由一个家族式的小作坊转型为股份有限公司，而中

华书局建立现代公司的过程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

时间。

中华书局创始于１９１１年秋［１１］，正式成立于中

华民国纪元的第一天———１９１２年 １月 １日。初创
时期为合资公司，１９１３年 ４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
司，并于翌年向工商部呈请注册。它的组织机构仿

照立宪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立法机关、行

政机关和监察机关。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立

法机关为董事会，行政机关为局长（１９１９年以后改
称总经理），监察机关为监察。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对公司股东利益

和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表达

其意志、利益和要求的主要场所和工具。［１０］（Ｐ１３２）中

华书局的股东大会，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每年召开常会
一次，一共开了２６次。股东大会的内容主要有三：
一是董事会向会议提出过去一年的业务报告，包括

编印发行等各方面的经营概况，经监察人和会计师

审查过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财产目录等；二

是讨论并作出重要决议，包括重要职员的任免、公司

章程的修改、重要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变更、资本的增

加、盈余的分配等；三是选举新一届的董事和监察，

记明其当选的股权数，并对未当选者按票数多少进

行排名，以备必要时依次递补。

董事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常设决策机构，“为

立法机关，凡各种规程及重要事件为执行机关所不

能决者，由董事局（初期称董事局，１９１６年改称董事
会———作者注）决之”［３］，每月１５日开常会一次，会
议记录用１０行簿楷书写成，每次出席的董事和列席
的监察人等都要在会议记录上亲自签名，因故不能

参加时，往往委托代表参加，如宋耀如曾由其子代为

参加，孔祥熙曾委托其友王正廷代为出席，这些充分

体现出董事们的认真负责精神。

中华书局常设监察２人，每届任期１年，可以连
选连任。监察是中华书局的监督稽查机关，对董事

会和总经理进行监督，并有权纠察检举其不法行为。

中华书局行政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在１９１９年以
前称为局长，１９１９年１２月第九届股东常会上，废除
局长制，改设总经理一员，由董事会选任。

２．中华书局的组织结构
公司组织结构就是公司各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其意义在于把公司各项工作分别归

类，划分为若干部门，并对部门间的工作关系及各组

织成员的权责范围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建立正式的

职位体系，形成完整的责任和功能系统。中华书局

的组织结构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中华书局的组织结构是较为

典型的直线职能制，不仅有直线的指挥命令系统，还

有按总务、编辑、印刷、发行等职能划分的职能机构。

直线指挥与职能机构相结合，形成了中华书局金字

塔式的组织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书局的组织结构是随着其

组织机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组织机构是组织结

构的一部分，它处于组织结构的最上层。组织结构

与组织机构的区别在于：一是范围不同，组织机构只

涉及公司领导层的分工，而组织结构则涉及公司内

部各方面的分工与协调；二是重点不同，组织机构的

重点是公司领导层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而组织结构

的重点是整个公司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１０］（Ｐ１２８）

中华书局的组织机构在民国时期几经变革，但大体

上符合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的要求，不缺少股东会、董

事会、总经理和监察等关键要素。到 １９３０年代
中期，同其业务上达到最高峰一样，中华书局的组织

机构和组织结构也达到了其在民国时期的最佳

状态。

　　二、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三重维度

中华书局的组织制度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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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华书局组织结构示意图
其组织结构相对科学、规范，并有一整套健全的制度

作为约束，因此其组织传播中的制度性色彩较为明

显。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分

析：其一，从文化隐喻的视角来定位中华书局的组织

传播；其二，从组织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的视角来解读

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执行过程；其三，从反馈环节的

视角来解析传播带来的组织创新。

１．定位：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文化隐喻
所谓组织的文化隐喻，就是将组织看做文化，因

此组织传播也就可以视为文化传播。文化隐喻源于

多年来一些学者对国家、部落和种族群体的文化进

行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文化学［１２］，代表人物是美国学

者阿伦·肯尼迪和特伦斯·迪尔。他们将组织视做

文化，认为商业成功可以通过发展强势文化来达到，

如果一个组织具有强势文化的成分，个人和组织的

绩效都会得到提高。一个组织的文化强势与否，主

要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礼仪和庆典、文化

网络等要素决定。［１３］（Ｐ１３－１５）文化隐喻视角下的中华

书局组织传播，本文选取价值观和英雄人物这两个

突出要素来进行考察。

（１）以教育出版救国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
组织的基本观念和信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

观作为一家公司成功哲学的精髓，为所有职工提供

一种走向共同方向的意识，也给他们的日常行为提

供指导方针。正如张元济赋予商务印书馆“以扶助

教育为己任”的价值观一样，陆费逵的个人志向与

抱负也体现在中华书局的价值观中———“立国根本

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

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

也”；“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

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

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

比任何行业大些”。［４］（Ｐ４３０，Ｐ４４０）这两段话可以用“以

教育出版救国”来概括，这正是中华书局在动荡岁

月里践行始终的核心价值观。

（２）自学成才、远见卓识的英雄人物陆费逵。
英雄人物是组织文化价值观的人格化和组织力量的

集中体现，他们拥有梦想，做事果断，他们为员工提

供实际仿效的榜样。陆费逵绝对算得上是中华书局

中强有力的英雄人物。陆费逵（１８８６—１９４１年），生
于陕西汉中，祖籍浙江桐乡。辛亥革命后不久从商

务印书馆退出，集合数位同人一起创办了民国第二

大出版企业———中华书局，在民国教育界和出版界

是颇有声望的人物，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

陆费逵是自学成才的典范。虽然没有受过什么

正规的学校教育，自称“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

一年半，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１４］，但《申报月

刊》曾刊文将陆费逵同爱迪生、高尔基并举，称他为

“自我挣扎的模范”。即使是在主持中华书局后，身

陷繁冗事务之中，陆费逵仍不忘刻苦自修，每天坚持

读书一二个小时。

陆费逵独领“新式教科书”革命风骚。武昌起

义后，商务印书馆中有远见的人都劝商务印书馆当

时的掌权者张元济，应预备一套适应于革命之后的

教科书。张元济向来精明强干，为商务印书馆筹划

布局十分妥当，这次却对时局判断失误，认为革命断

然不会成功，遂不肯听从众人劝告。而陆费逵则是

那些远见者中的一员，见张元济不肯在教科书上改

弦更张，当时还未满２６岁的陆费逵决定另创书局，
为革命后的教育出版事业做准备，以实现自己以教

育出版救国的理想抱负，于是集合了戴克敦、陈寅、

沈颐等数位同人在家秘密编辑共和教科书，常常工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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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午夜。不到３个月，中华书局于中华民国元年
１月１日宣告成立，同时推出《中华教科书》系列，
“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

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１５］。

此外，陆费逵在企业家理论构建方面也卓有建

树。《实业家之修养》是陆费逵在经济思想方面的

代表作，该书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由中华书局初版，以后
多次重版，至１９２９年已出了８版，还被《实业致富新
书》上卷以首篇收录，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

响。有学者认为，陆费逵的实业家修养理论比西方

的企业家理论要早２０年，它是中外经济思想史上最
早的企业家理论。［１６］

在社会剧烈变革的关口，能够准确判断形势走

向已属不易，而能够抓住时代赋予的转瞬即逝的机

遇则难上加难。陆费逵能够准确判断局势走向、抓

住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教科书革命的机遇，让我们看

到了一位爱国出版家以教育出版救国的梦想。陆费

逵等的成功“不仅在于创建了公司，而且在于建立

了在他们身后仍然能保持下去的制度，为世界提供

了带有他们个人色彩的价值观。他们的梦想改变了

我们经营企业的方式，他们的影响仍然渗透在我们

周围”［１３］（Ｐ４６）。陆费逵给后世出版人留下的不只是

他所开创的中华书局，更重要的是出版理想，这理想

就是要以出版促进教育的进步，以教育进步推动国

家社会的进步，“若书业能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

柱’重建、能为我们国家融入世界文明潮流有所作

为，则功莫大焉”［１７］。

２．执行：网络理论下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行为
网络理论的基本主张是：组织的结构是由其成

员的互动模式所组成的。联系性是网络理论最基本

的结构性概念。它是指人际传播存在着相对恒定的

路线，处于交流状态的个人联结在一起，就成为群

体；而这些群体联结在一起，又成为一个总体性的网

络。［１８］（Ｐ３２９）上述观点也可以概括为“经由传播而组

织”。对组织传播的具体机制与规律的探讨，正是

组织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华书局的组织传

播有两个向度：一是组织内传播，二是组织间传播。

（１）中华书局的组织内传播。一个组织不会只
是由单一的网络组成，而是由许许多多相互交叉的

网络共同形成，这些网络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

是施加权力或影响———学者们称之为“权威”或者

“工具性网络”；另一类突出的可能是友谊或从属关

系、信息、生产或者革新。［１８］（Ｐ３２０）中华书局的组织制

度所形成的传播网络充当了“权威”；而组织制度以

外的一些小群体传播则形成了非权威网络。

其一，中华书局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下的权威传

播网络。中华书局作为民国时期第二大出版企业，

其员工人数鼎盛时期达５０００人之多，这样一个近
乎托拉斯的企业，其组织内部要是没有健全的传播

机制和畅通的传播渠道，要想实现组织目标是很难

想象的。而中华书局的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保证了这

一大型出版企业组织内部能够有效传播信息。中华

书局的组织制度由其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所组成。

组织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组成；组织

结构如图１所示，是直线职能制结构。组织结构下
所形成的传播网络是保证中华书局生存发展的必要

条件。中华书局的组织结构中各组织机构的信息传

递以及组织机构间的信息传递，组织机构与各职能

部门的信息传递，各职能部门的信息传递以及职能

部门间的信息传递等传播网络的权威性，是中华书

局组织传播有效进行的制度保障。在由传统向现代

转型的民国时期，传统的组织网络和组织观念势力

还很强大，人情大于制度，中华书局建立的现代企业

组织制度，正是摆脱传播组织网络、建立新式制度性

组织网络模式的有益尝试。

其二，中华书局组织内小群体的情感传播网络。

组织的最基本单位是两个人的联系，“联系”界定了

组织成员的网络角色。组织成员在相互交流传播信

息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网络角色，“有些成

员在组织里控制着信息流通的大门，他们是守门人；

有些人位于连接派系的重要地位，他们是联络者；有

些人以非正式的方式产生支配性影响，他们是意见

领袖；接线连接者或世界人是组织‘对世界的窗

口’，他们使组织与环境产生关系”［１９］。组织中的

成员围绕着这些人组成了权威网络之外的带有个性

化的补充性传播网络———情感传播网络。在中华书

局内部，这样的传播网络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

同人进德会。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成立于１９２１年
１０月，由编辑所同人发起组织，以砥砺品德、增进学
识为宗旨，入会自愿，劳资双方均可参加，出版有定

期会刊《进德季刊》。在同人进德会成立之前，中华

书局的组织成员在长期的工作中，别无其他活动，但

自同人进德会成立后，各种活动就逐渐开展起来。

如举行时事演讲会，主讲的人大多在编辑所工作，如

张闻天、曾琦、左舜生等［３］。他们所讲的内容，一般

都是针对当时列强侵略、军阀掠夺等，借以唤醒会员

们的爱国之心和各抒如何救国救民的道路。除了时

事演讲会，还开办夜校补习班，开展各项文娱体育活

动，使组织成员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劳资紧张关系

得到缓和。其后，印刷所同人在此基础上组成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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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会，其组建的职工足球队在当时的上海足球界

颇有名气。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为中华书局的组织

成员提供了权威传播网络之外的公共休闲领域，在

该领域，组织成员之间的传播方式主要以平行传播

为主，这有别于他们在权威网络中的主要传播方

式———上行传播或下行传播。在以平行传播为主要

传播方式的群体网络中，群体成员能够以更加自我

的方式参与群体传播活动，而较少考虑彼此在科层

中的位置，群体成员在此领域更多地是进行情感性

交流而非任务性交流。

（２）中华书局的组织间传播。每个组织之间并
不是彼此隔绝的，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要通过

与外界的联系感知环境的变化，调整组织的传播方

式，以适应环境的需要。中华书局与外界组织的关

系主要是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与同业组织之间的关

系、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等。

其一，中华书局与作者的亲密友好关系。中华

书局向来尊重作者。陆费逵曾经说过“作者是我们

的衣食父母”，可见他对作者的重要性是有高度认

知的。在公事方面，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照规定

按实销数到时结算；向作者约稿，恪守信用，稿成以

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支付较低的稿酬。

作者借支稿费，也是常有的事。［２］在私事方面，能够

急作者之所急，仗义守信，是作者的好朋友。从“中

华书局之友”徐悲鸿的身上可以看出中华书局与作

者的亲密关系。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徐悲鸿先后在
中华书局出版《悲鸿画集》《悲鸿描集》等作品集，与

中华书局舒新城、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中华书

局于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
迹》中收录有徐悲鸿的信函３９件，远远超出了其他
名人的信函数量。使徐悲鸿对中华书局产生深厚感

情的功臣当属进入中华书局之前就有一定社会声望

的教育家———舒新城。１９３０年，徐悲鸿的一本画集
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当时的编辑

所所长舒新城就出版的事情多次通过信函进行交流

磋商，彼此的交往促成他们形成良好的关系，而良好

关系又促进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徐悲鸿经常是走

到哪里，就要中华书局将稿费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

从不拒绝。甚至徐悲鸿要求将稿费提取部分，送与

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样照办。”［２０］徐悲鸿在国外，需

要马毛制画笔、书籍等，舒新城也为其邮寄。中国传

统人际传播文化讲求知心，朋友之间最可贵的地方

就在于了解彼此的心志或心意。徐悲鸿把舒新城当

成知心朋友，出现情感问题，也会向舒倾述。而舒背

后的中华书局，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支机

构［２］（Ｐ１４８）。徐悲鸿还曾为中华书局渝局全体同人绘

画结缘。

其二，中华书局与同业组织的竞争合作关系。

民国出版界的“第一梯队”当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

书局，考察中华书局与同业的关系，从其与商务印书

馆的关系可见一斑。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同行是冤

家”，这讲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同行之间存在着激

烈的竞争关系。但是这只道出了同行关系的一面，

同行之间其实还存在着另一层关系———合作。中华

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就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有人认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竞争关系体现在

寻求政府支持、选题、图书质量、出版速度、人才和市

场６个方面；合作关系体现在未实现的合并、排他性
合作、互赢性合作３个方面。［２１］笔者赞同此观点，中
华书局在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靠着《中华教科书》系
列迅猛地从商务印书馆手中夺走了一部分教科书市

场，进而跟进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逐渐站稳了脚

跟。中华书局的首战打得十分漂亮，开创了教科书

革命之先河。但是，在以后与商务印书馆漫长的竞

争过程中，甚少再见到中华书局诸如此类的开创之

举，倒是有跟风之嫌。表１为两家出版物对比情况。

表１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出版物简明对照表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东方杂志》（１９０４） 《大中华》（１９１５）
《教育杂志》（１９０９） 《中华教育界》（１９１２）
《小说月报》（１９１０） 《中华小说界》（１９１４）
《少年杂志》（１９１１） 《中华童子界》（１９１４）
《学生杂志》（１９１４） 《中华学生界》（１９１５）
《妇女杂志》（１９１５） 《中华妇女界》（１９１５）
《儿童世界》（１９２２） 《小朋友》（１９２２）
《四部丛刊》（１９１９） 《四部备要》（１９２２）
《辞源》（１９１５） 《辞海》（１９３６）

从表１可以看出，中华书局在出版物选题上紧
跟商务印书馆，不让商务印书馆“专美于前”，商务

印书馆对这个难缠的对手很是伤神，商务印书馆董

事长张元济曾经抱怨：“中华遇事模仿，于感情亦有

大伤。其实道路甚宽，何必如此”［２２］（Ｐ１８２）。但是中

华书局绝非一个粗鄙的模仿者，虽然选题一样，但是

在内容上善于另辟蹊径，往往会收到奇效。譬如

《辞海》的出版就是一例。在《辞海》之前，商务印书

馆已于１９１５年推出了高质量的《辞源》，它是我国
现代第一部较大规模的综合性辞典［２３］，为商务印书

馆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中华书局没有立即跟风，而

是用了２０年的时间组织出版了有自己特色的《辞
海》。与《辞源》相比较，《辞海》的特色在于收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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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强、收词范围更广、采用新式标点等，继《辞源》

之后，《辞海》也进入我国近代权威工具书的行列。

选题上的竞争不仅没有带来低水平重复出版，反而

激发了两家出版企业的活力，促进了出版物质量的

提高，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除了选题上的竞争，双方

对人才的争夺也是硝烟弥漫，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时

候，甚至出现了“中华多一人，商务则少一人”的情

况，“又有许多人挟制公司（指商务———笔者注），以

中华为护符”［２２］（Ｐ１６１），激烈的竞争使商务印书馆和

中华书局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为了留住人才，两家

在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都展开了

竞争。

虽然在业务上竞争激烈，但是商务印书馆和中

华书局彼此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当环境对整

个行业不利时，携手前行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华书

局和商务印书馆为了共同利益携手合作，有以下几

种类型：一是未完成的合并，如１９１７年中华书局在
经济上周转困难，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高层曾多次秘

密商讨合并事宜，但最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内部意见

不同，合并未成；二是共赢性合作，如１９１７年商务印
刷所工人罢工，中华书局方面，“伯鸿（陆费逵字伯

鸿———笔者 注）允 不 收 罢 工 之 人，并 嘱 坚

持”［２２］（Ｐ１９５）；三是排他性合作，如１９２１年，沈知方成
立世界书局，后逐渐对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教

科书市场形成威胁，两家遂于１９２４年合资组成国民
书局以抗之。

中华书局与同业的关系是竞争中有合作、合作

中有竞争。通过竞争，促进了出版物质量的提高和

企业制度的完善；通过合作，形成合力以更好地适应

当时出版业的生存环境。

其三，中华书局与政府组织的理性合作关系。

中华书局与政府组织的关系较为密切。先后担任过

中华书局董事的政界名流有范源濂、唐绍仪、王宠

惠、梁启超、于右任、孔祥熙等人。中华书局通过他

们与政府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建立畅通的沟通渠

道，借力政府来减少发展过程中的阻力，通过政府来

扩大业务量。这些来自政界的董事们，有两位———

范源濂和孔祥熙———尤其值得一提。范源濂是中华

书局的第三任编辑长，１９１３年到任，１９１６年因赴北
洋政府教育总长任辞去编辑长职务。在范源濂主掌

教育部期间，中华书局在与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竞

争中占上风。［２４］陆费逵在其纪念中华书局成立２０
周年的文章里曾追念范源濂：“范静生（范源濂，字

静生———笔者注）先生，目光远大，不计利害，在局

虽四年，然服务勤劳，时间恪守，编辑基础于以立，社

会声誉于以隆，而东山再起之后，对公司尤多擘画维

持。”［１５］孔祥熙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曾任国民政府实

业部长、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等职，孔祥熙从１９２４
年起，连任历届董事直至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８年还被选为
董事长。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中华书局能够承揽国民
政府的大宗债券、钞票印制业务，与孔祥熙是有一定

关系的。中华书局“民十六以后，因承印国民政府

债券、钞票等，营业额更见精进，年约四百余万元，二

十四年突进至八百余万元，最高曾年达千万左

右”。［１１］在１９４０年代，中华书局印刷政府钞券的收
入更是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中华书局也得以渡过

战时的艰困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祥熙对中

华书局的贡献是很大的。当然，中华书局能够承揽

到政府的债券印制业务，除了孔祥熙的作用，还有其

他因素，如中华书局印刷设备先进，印刷所内人才济

济等，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中国近代的民营企业受到本国官僚资本和外国

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生存处境十分艰难。为了生

存和发展，中华书局与政府组织保持良好关系，是现

实的选择，这个选择保证了中华书局这座民国出版

重镇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去实现教育出版

救国的文化使命。

３．反馈：传播带来的组织创新
传播过程中“反馈”能够作用于组织既有的结

构，使其得到创新，组织的传播体系因此而变得更为

有效，进而开始新一轮的传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

统。中华书局的组织创新是由一次危机带来的。

１９１７年，由于业内出现中华书局即将倒闭的谣言，
中华书局的债权人纷纷到中华书局提取现金，造成

中华书局现金断流，经济上无法周转，一度濒临倒

闭，这就是中华书局历史上所称的“民六危机”。从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进行

无计划、吸收存款太多、开支太大”［３］。从组织传播

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华书局组织结构的特性是

此次危机的一个主要诱因。从１９１２年中华书局成
立到１９１７年“民六危机”出现，这一时期中华书局
组织结构的特性是高度的集权制，权力集中在陆费

逵一人手上；“民六危机”期间，中华书局资金告罄，

局方多次向各地分局发出催款的急电，但分局对此

不理睬，这正是组织共同意识缺失的表现。

危机发生后，股东们想尽各种方法来进行维持，

一名叫吴镜渊的常州士绅的出现给危机中的中华书

局带来了转机。吴镜渊与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沈颐

是同乡，鉴于中华书局与文化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

同意出资维持，筹资１０万组成维华银团，解了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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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局的燃眉之急。吴镜渊以垫款人身份进入中华书

局，长期担任中华书局的监察、董事。１９１７年在任
监察时，吴镜渊对中华书局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行了

整顿，对厂店组织进行了改革，整顿了分局，陆续建

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使中华书局的财务在日

后未再出现过大的问题。

危机处理得好就是转机。中华书局在“民六危

机”中暴露出财政管理混乱、分局与总公司之间沟

通不畅等问题。从组织传播方面来看，是由于高度

的集权制和组织共同意识的缺失所致。这次危机过

后，公司组织结构的高度集权色彩有所淡化，表现在

财政权的独立、加强组织共同意识的构建（对分局

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等方面。

　　三、结论

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作为当时我国第二大出版

企业，在陆费逵的强势领导下，始终践行“以教育出

版救国”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化隐喻的角度来看，中

华书局的组织传播是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传播活

动。企业文化虽不是使企业获得成功的唯一秘方，

却是企业获得成功的积极因素。企业文化也并非企

业天生就拥有的事物，而是在组织传播的过程中运

用各种复杂的方式创造并不断维持的。企业文化有

很多种，但强势企业文化至少应具有两个要素：价值

观和英雄人物。

在中华书局组织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组织内和

组织间两个向度，组织内权威型传播网络保证了组

织传播的有效运行和组织目标的顺利完成；非权威

型传播网络则增进了组织成员间的情感交流，缓和

了劳资矛盾。中华书局的组织间传播以关系为核心

范畴，主要是与作者的亲密友好关系、与同业组织的

竞争合作关系、与政府组织的理性合作关系。其带

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组织传播网络的多样性，任务型

传播网络与情感型网络的软硬结合，能够满足组织

成员的不同角色需求，营造良好的组织关系氛围。

传播能够带来组织创新。组织传播过程并非只

有组织结构的建构，还应当包括组织共同意识的建

构。中华书局将危机化为转机，组织结构得到优化，

组织传播体系也更为有效。其带给我们的启示在

于：组织结构应该摒弃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建立起网

络化、扁平化和柔性化的企业内部结构［２５］，同时还

要注重建构共同的组织意识，使组织成员明确组织

目标，以组织共同意识为动力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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